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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摘要

利用2008年中國綜合社會調查（CGSS）資料，本文實證檢測社會

網絡對尋職管道及薪資的影響。本文將尋職管道是否由他人直接推薦而

區分為正式與非正式管道；社會網絡則分為求職網絡與日常網絡。考量

尋職管道的內生性下，本文估計結果發現：擁有愈豐富的社會網絡人脈

的人愈可能採非正式管道靠推薦人找到工作，這些人脈包括幫助人的人

數、職位和跨業別多樣性。就薪資的決定而言，求職網在兩種尋職管道

中均有顯著的正面影響，而求職網中網絡的大小（推薦或幫助人數）不

若品質（職位或社經地位）重要，推薦人的社經地位才是關鍵。不同於

一般文獻，本文區分不同尋職管道下，弱聯繫效果優於強聯繫效果，僅

存在正式尋職管道中。加入日常網下，求職網的估計結果依然顯著，但

發現日常網中弱聯繫效果優於強聯繫效果同時存在正式與非正式尋職管

道中。日常網的數量和品質對獲得薪資溢酬同樣重要，好友數量愈多愈

有利，尤其是在非正式管道，而網路頂端的地位愈高愈有用則只存在於

正式管道。整體而言，非正式管道尋職人群的薪資更大程度上是被社會

網絡因素所解釋；正式管道人群的薪資表現則更多是由個人特徵和人力

資本因素決定。由此可見，關係在中國的勞動市場扮演重要角色，在日

常時期就需要多結交好友或提高人脈的社經地位來擴展社會關係，尤其

是能力或社經地位低者在求職中將會動用更多的關係幫忙，以提高勞動

市場的表現。

關鍵詞：社會網絡、尋職管道、強聯繫、弱聯繫、薪資溢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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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paper uses data from the 2008 Chinese General Social Survey to 

empirically test the impacts of social networks on job searches and wage 

compensation. Our estimation results indicate that, regardless of scale or 

quality, social networks exert significant and positive influences on informal 

search channel selection. In contrast to other studies, the effect from weak ties 

was found to be superior to that from strong ties, but only in formal channels. 

Results from robustness tests with daily social network data still show a 

significant effect of job search network on wages. In sum, wage determination 

for informal channels was mostly explained by social network factors, and 

for formal channels by the personal trait and human capital variables. Our 

findings suggest that workers with low skills or low socioeconomic statuses 

need to expand the scales of their daily social networks to ensure better labor 

market performance. 

Keywords: Social networks, job search channels, strong ties, weak ties, wage 

premium

Taiwanese Journal of Sociology, June  2018, 63: 117-160



120　臺灣社會學刊

一、前言

自1978年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的經濟制度和社會狀態發生了巨大的

變化，三十多年來GDP平均每年以將近10%的速度成長，在2010年中國

已躍然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隨著經濟的發展，中國國家實力和民眾

生活水準也相應明顯提高，貧窮率下降到不足10%，民眾預期壽命達到

76歲。但與此同時，由各方面來源的資料均顯示中國出現了較為嚴重的

貧富不均現象，城鄉間、地區間、乃至行業間的收入差異均隨著高速的

經濟發展有了不同程度的擴大。根據中國統計局公布資料，鄉村居民

收入相對於城鎮居民收入的比例，由1985年的54%逐年下降至1996年為

40%，至2010年則更只剩31%。收入分配狀況逐步惡化將對社會的公平

正義帶來嚴重的挑戰，容易激化社會矛盾，導致社會衝突增加，並可能

使經濟成長陷入停滯狀態。 

關於造成收入差異產生的原因，經濟學界與社會學界都有廣泛的探

討。普遍的研究有資本收入差異和勞動收入差異兩個方面，其中勞動收

入差異的研究主要又可歸因於：（1）勞動者人力資本的差異（human 

capital differentiation），參見如Schultz（1961）和Becker（1962）；（2）

勞動市場區隔（labor market segregation），參見如 Reich, Gordon and 

Edwards（1973）與Bauder（2006）；（3）地位取得（status attainment）

或社會階級（social class）所致，參見如Blau and Duncan（1967）；（4）

社會網絡（social networks）或關係主義（relationalism），參見如Lin, 

Vaughn and Ensel（1981）和Lin（1990）。其中關係網絡近年來被經濟

學家和社會學家廣泛關注，並認為對解釋中國收入差距問題有特殊的意

義與內涵。 

中國近代思想家梁漱溟先生曾經說過：「比之於西方社會，中國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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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既不是個人本位，也不是社會本位，而是一個關係本位的社會。」由

儒家文化和社會等級觀念支配的家庭制度，是中國社會的根基，維持著

中國的社會秩序。家庭制度也由此造成了中國社會中裙帶關係和社會腐

敗的流行，缺乏社會紀律的家庭制度使所有社會組織形式都歸於失敗，

比如通過裙帶關係使國家的行政機構失去功能，而政治上的腐敗，又會

促使個人為生計而不擇手段的拼死爭奪，更遑論形塑公益的社會意識。

簡而言之，「關係」做為中國文化環境下的一個關鍵屬性在很大程度上

影響和指導社會每一個人的各方面行動，成為一個無所不在的社會機

器。中國人對於社會網絡的經營，楊國樞（1992）即指出關係取向是

中國人在人際關係中的一種主要運作。在人文學與社會學界裡，許多

學者包括梁漱溟（1963）、文崇一（1988）、何友暉、陳淑娟、趙志裕

（1991）也都強調人際關係在中國人的日常生活裡的重要性。

當然社會網絡的形成有許多的可能原因，包括情感、利他、回報

等。Lin（2001）即提出具體機制說明社會網絡如何可提升經濟收益，

故社會網絡也會被用來影響決定生活收入的就業與薪資的表現。實證

上，如Bian（1997）在有關中國城市居民求職的意向研究中發現，人們

傾向於通過「關係網」獲得工作；邊燕杰、張文宏（2001）運用1999年

天津市就業調查資料亦發現，社會網絡發揮作用的形式以提供人情為

主、傳遞資訊為輔，此種作用在轉型經濟時期尤為突出；Zhang and Li

（2003）研究發現「關係」對於農民獲得非農就業具有顯著的影響，且

其影響也依擁有不同的「關係」而異。尤其對年輕的民工們，他們認為

「關係」在傳遞勞動力市場資訊的過程中實扮演重要角色。 

尋職本就是勞動經濟學的一個重要研究議題，而社交網絡關係對勞

動者尋職的影響具有重要的研究意涵。做為世界人口的第一大國，中國

龐大的勞動力規模和不完善的勞動市場所帶來的不僅是就業問題，也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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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長期存在的社會問題。在現階段，隨著就業形勢的日益嚴峻，就業

問題和社會關係網絡交織，找工作「靠拼爹」的說法在網路上流行正透

露出些許的社會現實。人們普遍認為，除了個人的能力條件外，擁有優

質社會網絡的人尚可通過「關係」找到一份較高薪資和社會地位的好工

作，而藉著維繫甚至拓展社會網絡可以創造更多的晉升機會。有關係就

是沒關係，當能力與技能不再是找到好工作的必要條件，勞動市場中難

以形成客觀與有效的激勵機制發揮適才適所的功能。社會收入差距與不

公平現象也將隨之增加，導致階層固化，社會階級的流動性下降，貧富

差距不斷擴大，阻礙經濟的持續成長，並帶來一連串的社會問題。因

此，研究社會網絡對勞動市場的尋職和薪資收入的影響，對理解仍處在

轉型中的中國經濟具有特殊意義。

目前歐美學者對已開發國家和未開發國家相關的研究，理論上普遍

認為運用「關係」這樣的「非正式」制度在經濟發展過程中對傳遞資訊

和彌補市場缺陷方面具有重要作用，但實證分析上並未得到一致性的結

論。在很多國家，運用社會網絡並不能導致收入的增加。關於研究社會

網絡對中國勞動市場表現的影響仍在起步階段，文獻相對也較少。本文

嘗試以中國綜合社會調查（Chinese General Social Survey, CGSS）資料

實證檢測以下問題：在中國的勞動市場，社會網絡的利用是否會對個人

的就業和收入水準產生影響？如果有影響，這種影響背後的經濟機制是

什麼？社會網絡不同的數量與品質所起的作用是否不同？利用關係求職

的人群和自主求職的人群在特質上是否有所不同？以致社會網絡對其就

業與薪資的影響亦不同？對於這些問題的回答將有利於加深我們對於中

國轉型經濟中社會網絡功能的理解。

本文的結構如下：第二節為相關文獻的回顧評論及本文的貢獻；第

三節為研究設計、估計方法與資料來源說明；第四節為社會網絡對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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尋職與薪資影響的實證估計結果；第五節為結論。 

二、文獻回顧

社會資本（social capital）一詞的提出首見於Jane Jacobs於1961年出

版的《偉大的美國城市的生與死》一書。然而學者們對社會資本的定義

從各個不同面向來探討，也得出很多不同的表述。綜合各家觀點，可歸

納出社會資本至少包含三個方面的內容：一是制度和規範，包括法律制

度規範、道德約束規範和個人自律規範等；二是關係網絡，指家庭關

係、鄰里關係、組織關係、社區關係結成的網絡等；三是信任，指存在

於個人之間、個人與組織之間、組織與組織之間的信任程度。經濟學家

對以上三方面社會資本的特徵及作用都有一定研究，但是較為主流或

特別是勞動經濟學家們的研究中，傾向將社會網絡與社會資本劃上等

號。可能的原因是社會網絡概念相對其他兩個方面較為容易量化，並可

以經濟學熟悉的數理語言模型化。許多研究也認為社會網絡最終轉化

為勞動市場收益的一個主要機制是通過改變獲取工作的管道產生作用

（Montgomery 1991; Mortensen and Vishwanath 1994）。本文視「關係」

為一社會網絡也是社會資本的一環，主要以社會網絡的概念來分析探討

「關係」對中國勞動市場尋職與薪資的可能經濟效益，並導入不同的尋

職管道機制。

經濟學的工作搜尋理論（job search theory）將求職者在求職過程中

獲取有關工作類型和工作條件資訊的媒合模型化（參見如Stigler 1961, 

1962; Phelps 1970; Petrongolo and Pissarides 2001）。相關的實證研究則

普遍認為，通過朋友或親戚的工作資訊網絡對就業有幫助。從日常行

為來觀察，勞工對就業資訊的獲取深受社會結構的影響，個人可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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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朋友或熟人的聯繫建立並維持求職的資訊網絡。Rees（1966）首先研

究勞動市場中運用不同資訊來源求職的區別，他認為「正式」的資訊

來源包括政府以及私人的求職機構、報紙廣告、工會的招聘中心、及

學校的就業輔導中心；「非正式」的求職管道則主要就是有人介紹工

作。從此經濟學界出現了大量文獻研究社會網絡在求職過程中的作用。

Blau and Robins（1990）發現不論失業者或就業者，通過朋友搜索工作

均比透過其他資訊來源者可獲得更多的就業機會。Montgomery（1992, 

1994）分析關係強度對薪資的影響，發現儘管弱關係可以增加保留薪資

（reservation wage），但相較於強聯繫，弱聯繫帶來更少的工作機會，

使勞工不見得會更容易找到工作。Bewley（1999）回顧24篇類似的實證

文獻，估計結果發現約有30%-60%的工作機會是由親戚朋友提供的。

社會網絡對就業機會和就業特徵的影響，實證研究的結果大多一

致，但是有關社會網絡對薪資水準影響的實證卻有著不同的結論。主

要可分為三方面：（1）一般的社會網絡對薪資的影響；（2）社會網

絡的異質性對薪資的影響；及（3）運用非正式的求職管道對薪資的

影響。但三方面的研究卻未能獲得一致性的明確結果。首先，一些研

究發現社會網絡對個人的薪資存在正相關（Mortensen and Vishwanath 

1994; Lai, Lin and Leung 1998; Simon and Warner 1992; Bayer, Ross and 

Topa 2005）。但也有文獻卻發現社會網絡對薪資並未產生直接的影響

（Bridges and Villemez 1986; De Graaf and Flap 1988; Elliott 1999）。

一般社會學者認為研究結論不一致的原因並不是在於是否有運用

社會網絡幫忙找工作，而是通過「誰」幫忙（Granovetter 1973, 1995; 

Lin 1999）。他們認為幫忙尋職者所具有的特徵會影響最終的尋職結

果。其中一項重要特徵是幫忙尋職者與尋職者間的聯繫強度（strength 

of ties）。Granovetter提出社交網絡「強」、「弱」聯繫（strong and wea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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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es）的區分，並發現尋職者多運用「弱聯繫」幫忙。至於弱聯繫對不

同社經地位尋職者的影響，Lin, Vaughn and Ensel（1981）強調低社經地

位尋職者可以透過弱聯繫取得較大的社會資源，故對尋職者取得的職業

地位產生正面幫助的效果較大；相反的，Wegener（1991）則認為在異

質性的社會網絡下高社經地位的尋職者可透過弱聯繫擴大其他網絡的奧

援，故對尋職者的幫助也較大。Tassier（2006）採用美國社會調查資料

（GSS）資料，以受訪者朋友重疊程度測量連接程度，發現弱聯繫對受

訪者收入水準具有顯著正向效果。Brown（2011）則強調弱聯繫可做為

橋樑將不同群的強聯繫連結在一起（包括關係的強化與不同專業的資訊

分享）而產生更大的效果。Caliendo, Schmidl and Uhlendor（2011）則建

構一理論並採用德國資料證實，使用社會網絡可以增加工作搜尋過程的

資訊並提升工作搜尋的生產力，故社會網絡愈豐富者愈會增加使用非正

式管道尋找工作，並提高個人的保留工資。

臺灣有關社會網絡的研究也相當豐富且多元，而研究與經濟或企業

或組織相關如張苙雲（1999）以跨產業個案分析探討人情關係到底能

否牽成廠商間的合作？陳家聲、戴士嫻（2007）探討創業家的社會網

絡與創業行為間之關係，陳其育（2012）則研究社會網絡對社會流動

的影響，許恩得、陳德茂（2012）探討社會網絡對企業經營績效的影

響。對於網絡聯繫的強度，傅仰止（2002）則特別從網絡結構中的聯繫

特質來解釋相對應的聯繫特質。但與本研究目的相關的研究僅于若蓉

（2009），該文採用臺灣2004年調查資料，分析社會關係對職業地位獲

得和收入水準的影響效果，研究結果也支持「弱聯繫的力量」假說，並

發現弱聯繫僅對原本社經地位較高的受訪者成立，並進一步發現主要是

因弱聯繫相較於強聯繫可以得到較高社經地位的幫助人所致，此點與

Wegener（1991）的發現相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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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一些經濟學家把透過個人社會連結（personal ties or contacts），

如直接通過私人介紹獲得工作視為非正式尋職管道（ informal job 

search），而將透過其他市場化管道，如媒體或職業介紹所則視為正式

尋職管道（formal job search）。實證研究結果發現通過非正式尋職管

道獲取工作的效果因不同國家而異。Pellizzari（2010）總結相關文獻

顯示，非正式的尋職管道在奧地利、比利時和荷蘭可以帶來顯著的更

高收入；在芬蘭、希臘、義大利、葡萄牙和英國則是相反的結論；而

在其他歐盟國家和美國則沒有顯著的區別。另對比歐洲家戶追蹤資料

（European Community Household Panel）與美國國內青年長期追蹤資料

（National Longitudinal Survey of Youth），發現不同國家不同產業間，

使用正式管道與非正式管道獲得工作的效果也有很大不同。綜合來說，

正負效果各半。Pellizzari把其原因歸結為國家的職業介紹機制不同所造

成，而在市場化運作不完全的國家非正式管道才會有傳遞資訊，增加薪

資的作用。 

關於中國勞動市場上的社會網絡影響研究還很有限，早期Knight 

and Yueh（2008）的研究發現，個人層面的社會網絡資本以及用共產黨

黨員衡量的政治資本在城市勞動力市場中的報酬率非常顯著，且私有

部門的報酬率高於國有部門。Bian（1997）與邊燕杰、張文宏（2001）

認為關係強弱的不同帶來不同的資源，強關係帶來人情資源，弱關係

帶來資訊資源。兩種類型網絡的使用會同時增加搜尋時間和工作匹配

度，但是使用人情網的個體更有機會獲得高薪資的工作（張順、郭小弦 

2011）。而邊燕杰、張文宏 、程誠（2012）又進一步發現資訊網的作用

在中國改革前作用不大，但是在改革後對收入提升作用明顯。而人情網

效果在改革前後一直很大，只是在改革後逐步受到抑制，小於資訊網的

作用。然而，也有些研究發現社會網絡並不能夠產生正面影響，例如，



有關係就是沒關係：中國勞動市場中社會網絡對尋職管道與薪資的影響分析　127

趙延東（2002）發現那些在求職過程中使用過網絡的勞工反而獲得品質

更差的工作，即工資收入更少、職業聲望更低的工作。

綜合文獻結果，社會網絡在勞動市場上的作用，無論在已開發國家

還是轉型中國家的研究並沒有得到一致的結論。尤其是對於求職中運用

的社會網絡這一概念也沒有明確的定義，將求職中曾提供過幫助的人

（helper）或直接獲得當前工作的推薦人（referee）均視為求職的社會

網絡而同屬非正式尋職管道。但仔細分析可以發現兩者其實有很大的區

別，求職中獲得的幫助這一概念較為寬泛，獲得幫助的種類也較為多

樣。幫助可能是提供就業資訊，整理申請材料這類資訊層面的幫助，也

可能是幫助提交申請，甚至是像有關方面打招呼這類偏人情的因素。而

職業獲取方式若是由他人介紹，則明顯此工作是經由他人才能得到，這

一概念較為明確。兩類社會連結的具體性質並不同，但都對求職者獲得

工作起到作用。所以籠統的把兩種尋職途徑視為相同的社會網絡可能會

忽視各自獨有的特徵，也可能是造成實證上社會網絡對薪資影響效果不

確定的原因。故本文試圖把求職中提供市場資訊幫助而取得工作和利用

人情關係由他人推薦獲得工作，區分為兩種不同的尋職管道，以不同的

尋職管道的選擇來橋接社會網絡與勞動市場表現間的關係，進而分析社

會網絡對尋職與薪資的影響。

另外，社會網絡除了求職網外，廣義的日常社會網絡對社經地位的

提高以及貧富差距的減少也是文獻上熱衷研究的議題。故我們亦嘗試涵

蓋日常社會網絡，以檢測日常網絡和求職網絡對尋職及薪資的影響及其

在作用機制上是否不同。

由於目前中國仍為具有國家主導與市場運作並行的結構體系，且不

斷在演化中，故研究上很難明確定義其屬於何種體制及以何種特定體制

來直接進行分析。惟就國營企業和私人企業的比重而言，私營企業的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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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逐年在增加，市場化的力量在加大，但同時也看見中央政府尤其在

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後，加大對市場的控制與發展規劃，以致目前市場

上大部份產業的大型或龍頭企業仍由國營企業所主導或壟斷。本文主要

研究架構為不先預設何種制度體系，而是以量化研究分析涵蓋市場與非

市場（如正式與非正式尋職、無關係與有關係）、經濟與非經濟（如教

育與黨員、工作經驗與城市戶口）等變數在勞動市場中的作用與影響，

從而去理解在中國這樣特殊的政經體制有哪些重要的市場和非市場因素

影響著勞動市場的運作。

相較於以往研究，本文的主要貢獻為：一、研究社會網絡對勞動市

場的影響中加入不同尋職管道做為中介的橋樑機制，同時引入數量與品

質的社會網絡變數進行分析，更全面的考察社會網絡中不同因素的作

用。二、區分不同尋職管道的群體，對比和找出兩組人群主要特徵的不

同，並運用Heckman兩階段模型處理不同尋職管道內生的選擇性偏誤問

題。三、除求職網絡外，另考量更廣義的日常生活網絡對尋職管道與薪

資的可能影響，除可比較兩種網絡的差異，並可降低社會網絡可能的內

生性問題。

三、研究設計、估計方法與資料來源 

本文探討社會網絡對勞動市場就業與薪資的影響，主要經由不同尋

職管道的選擇，提供不同的運作機制，進而影響最終勞動的薪資報酬。

綜合以往相關文獻的分析，我們假設（1）求職網絡中不同尋職管道實

代表運用不同的網絡功能；（2）正式或非正式尋職管道的區別主要在

於運用的內涵，正式管道尋職主要利用市場資訊的功能，非正式管道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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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則主要運用人情關係的功能；1（3）若社會網絡會影響尋職與薪資，

則可能經由不同的尋職管道起作用。據此，我們提出以下三個研究假

說：

 

假說一：

（1A）「正式管道」利用市場資訊，資訊愈豐富愈有利於取得較好的工

作，故其對薪資的影響為正。

（1B）「非正式管道」利用人情關係，通常能力較差者更需要依賴他人

的幫助謀求職務，故其對薪資的影響為負。

假說二：

（2A）正式管道運用市場資訊，因此幫助人的「聯繫強度」比「地位高

低」重要。

（2B）非正式管道運用人情關係，因此推薦人的「地位高低」比「聯繫

強度」重要。

假說三：

（3A）「日常網絡」為廣義的一般生活的社會關係網絡。若求職網絡

1 邊燕杰、張文宏、程誠（2012）把求職中運用的社會網絡又分割成信息網和求職

網，他認為兩種不同的網絡在求職中的效果有所區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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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正式與非正式管道）是重要的，那麼做為其基礎的日常網絡亦是重

要且需要平時經營。

（3B）日常網絡亦會影響就業與薪資，尤其對採用人情關係的非正式尋

職管道者，日常網絡益顯重要。

依循文獻，本文以社會網絡的概念來探討其對個人勞動表現的影

響。除求職網外，另考量更基礎和廣義的日常網。兩者之間容或有部分

的重疊處，但由於日常網比求職網不僅具基礎性且範疇更廣，同時經營

的時間也更早更久，故額外加入日常網不但可以做為求職網的穩健性檢

定（robustness test），尚可降低社會網絡對勞動市場可能產生的內生性

疑慮。至於求職網絡與取得薪資間的時間落差，則正好可透過經由尋職

的管道做為兩者間橋接的傳遞機制。研究假說的實證檢測模型，本文主

要以Mincer（1974）薪資方程式為基礎，加入社會網絡對薪資的影響，

可表示如下： 

Ln(yi) = α + βnNi + βxXi + εi （1）

其中，i為個人樣本，Yi為個人時薪，Xi代表個人特徵等基本的控制

變數，包括教育、工作經驗、健康情況、戶籍、性別等因素，Ni代表衡

量社會網絡的代理變數，εi則為誤差項（error term）。

為了分析求職網絡在求職過程中的具體作用機制，我們將獲取當前

工作的尋職管道分為兩類：一為由「非正式管道」找到工作，即直接透

過他人（包括朋友和親戚）獲得工作；另一為由「正式管道」找到工

作，即透過職業機構介紹或自己主動申請的方式屬之。由於求職採用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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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或非正式管道屬個人的選擇實為內生的，故直接依不同求職管道樣本

分類估計將會產生樣本選擇性偏誤（sample selection bias）的問題。2為

修正樣本選擇性偏誤，我們採用Heckman（1979）兩階段估計法，第一

階段先估計使用尋職的方法，第二階段再加入第一階段估計的Mill’s 反

比例（inverse Mill’s ratio）進行Mincer薪資方程式估計。3 

本文實證採用的資料庫為中國綜合社會調查（CGSS）。該調查是

由中國人民大學發起與香港科技大學調查研究中心共同合作進行的一項

全中國範圍的大規模抽樣調查，也是國際社會調查計畫（International 

Social Survey Program, ISSP）的一部分。已公布的資料含2003年至2013

年，除核心模塊外，每年調查均有主題模塊，最近一年涵蓋教育及工作

史、社會交往與求職的調查資料，符合本研究目需要的僅2008年的資

料。故本文採用CGSS在2008年調查的資料，該次調查以2005年1%人口

抽樣調查在中國28個省、市、自治區125個縣（區），500 個街道、鄉

（鎮），約1000 個居民委員會、村民委員會，採用分層的四階段等機

率方法（probability proportional to size）進行抽樣，共抽取 6000 戶家庭

（扣除港、澳、西藏、青海的省份），然後在每個被選中的家庭中按照

一定規則隨機選取一人做為受訪對象。

使用2008年調查資料的好處是除原本對社會網絡方面的關注外，還

加強了對工作和職業經歷層面資訊的調查，故可以納入很多有用的變數

來做分析。調查內容包括居民個人基本情況、家庭狀況、教育及工作、

性格與態度、社會交往與求職等豐富的資訊。依中國法律規定個人16歲

2 如Wegener（1991）、于若蓉（2009）等均認為運用社會網絡求職與否會與個人在

勞動市場的表現是相關的。

3 有關Heckman兩階段估計法的詳細說明，可參見如Johnston and DiNardo（1997: 

447-4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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獲得正式工作可受到法律的保護，而男性法定退休年齡為60，女性為55

歲。因CGSS調查資料中被訪者的最小年齡為18歲，所以本文樣本設定

為18-60歲，並剔除了資料缺失的受訪者，最終得到4,898 筆樣本，其中

調查時有薪資性工作的樣本數為1,733筆。

（一）工作獲取的管道 

在調查問卷中「在這幾種管道中，哪種管道對您獲得目前工作（或

之前的最後一份工作）起了決定性作用？」受訪者選項分別有：（1）

頂替父母／親屬、（2）國家分配／組織調動、（3）個人直接申請、

（4）職業介紹機構、（5）人才交流會、（6）托人介紹推薦、（7）自

雇。依據經濟學和社會學普遍使用的方類，我們將「托人介紹推薦」以

及「頂替父母／親屬」的樣本歸類為通過「非正式管道」找到工作；4

而將其他的方式則視為通過「正式管道」找到工作，各占比分別為正式

管道為78%和非正式管道為22%，詳見附錄。5

4 頂替父母／親屬，又稱接班頂替，是指父母／親屬退休、退職後，由其子女／直

系親屬頂替空下來的名額，進入父母／親屬原工作單位上班。因為該職位的取得是

透過父母或親屬的職位關係而來，故將其歸類為非正式管道。此一制度在中國20世

紀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普遍實施，主要為減輕城市就業的巨大壓力，拓寬上山下鄉

知青返城途徑，促進勞動力更新和維護社會的安定。人才交流會即是所謂的人才博

覽會。

5 需要特別說明的是，我們選取的樣本為全部具有薪資性工作的個體，故已經剔除

了工作性質為「自雇」的個體。但是在統計職業獲取管道這一變數時，資料中還是

出現了一些應答者回答「獲得工作的管道是自雇」，為了不造成進一步的樣本選擇

問題，我們依舊以之前回答「當前工作情況」這一問項的答案為標準，不再對職業

獲取管道這一問項中回答「自雇」的樣本進行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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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社會網絡變數 

本文中社會網絡的內容包含規模、強度及品質。求職過程中運用的

社會網絡簡稱「求職網」，所採用的代理變數為求職中獲得「幫助人」

（helper）的人數。因為求職過程當中每個人能獲得的幫助愈多，說明

他接觸的網絡資源愈豐富，社交範圍越廣，那麼他通過介紹獲得工作的

可能性也就越大。

另外，調查還進一步詢問了幫你找到當前工作最關鍵的一個人的基

本特徵情況，我們特別把此人稱為「推薦人」（referee），以便和「幫

助人」作區別。並從「這個起過關鍵作用的人與您是什麼關係？」問項

中家人、親戚、朋友、熟人、同學、戰友、同事、同鄉以及其他等選項

關係分為「強」、「次強」、「弱」聯繫。將推薦人的工作級別再區分

為「管理層」與「非管理層」。具體分類方式參見附錄。 

除了「求職網」外，本文亦考量更基礎的日常層面的社會網絡，簡

稱「日常網」。本文利用文獻上（如邊燕杰、李煜 2001；Lin 2001）使

用的春節拜年網的不同維度特徵做為日常網代理變數。春節做為中國最

重要的傳統節日而被絕大多數的中國人所共同慶祝，而春節期間的拜年

活動也是中國人一年中最主要的社交代表活動，具有一定中國特色及相

當的可信度，故以拜年的次數來衡量日常網絡的規模，以及拜年對象的

諸多特徵來衡量社會網絡相應特徵。借鑒邊燕杰（2004）對具有中國特

色的春節拜年網的重要生活事件分析，並以Lin and Dumin（1986）林南

（1986）提出的「定位法」（position generator methodology）為基礎，

本文從網絡規模、網絡頂端、網絡差異等三個角度來測量日常網絡的廣

度與深度品質，以求能更準確而全面的衡量日常網絡的各個維度特徵。

1.網絡規模：既有的文獻大多把春節拜年的不同類型人數加總做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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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絡總規模，但我們認為這樣籠統的歸類方法不能體現個體社會網絡的

異質性，特別是「強」、「弱」聯繫間的區別，所以本研究將春節時向

「親戚」、「好友」、「其他」這三類人拜年的人數分別做為衡量不同

親密程度的社會網絡規模。 

2.網絡頂端：即網絡中最具有價值的資源。我們將其定義為網絡中

所處在最高社會地位的職業。而職業社會地位的測量則採取Ganzeboom, 

De Graaf and Treiman（1992）的國際新職業社經地位量表（International 

Socio-Economic Index, ISEI）評分體系，將相應的職業類別進行加總平

均，可得出職業聲望得分，並選取春節拜年網中最高數值的職業做為網

絡頂端變數。 

3.網絡差異：即網絡中包含的不同職業的類型數量，用以衡量個體

社會網絡的廣泛性與多樣性。 

（三）其他控制變數 

由於求職網絡與採用求職管道間可能存在內生性問題，Caliendo, 

Schmidl and Uhlendorff（2011）提出控制個人特徵做為解決兩者內生性

的重要性。故本文儘可能利用資料庫的豐富性將文獻上討論影響薪資的

個人特徵做為控制變數，包括（1）年齡。（2）性別。（3）教育：指

實際受教育年數。（4）工作經驗：包括過去工作經驗年數加上現職年

資。（5）健康狀況：自我健康評價的量化指標由最低值1至最高值5。

另外亦考量中國的特殊人口制度因素，另加入有無城市戶口的戶籍變

數。6在中國的政治體制，中國共產黨做為唯一的執政黨具自上而下的

6 因為中國存在戶籍制度的特殊性，中國政府至今對戶口遷移都有嚴格的限制，因

此戶籍亦是個人薪資的重要解釋變數，參見如莊奕琦、楊孟嘉（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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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權統治特色，其影響力更深入經濟、社會各個領域。已有多項研究

證實，政治屬性黨員身分的重要影響（如Bian and Logan 1996; Walder 

1986; Wu and Xie 2003）。故考量中國的特殊政經體制，本文另加入政

治資本的控制變數，將個人政治屬性分為中共黨員和非中共黨員兩類。 

四、實證估計結果 

（一）資料分析

表1為求職網採非正式與正式管道得到工作的兩種人群的基本特徵

統計。我們發現非正式管道人群曾經在求職過程中獲得過幫助的人數幾

乎是正式管道人群的三倍。同時對非正式管道者提供幫助的推薦人中更

多的是企業的管理者，其比例達到36.6%，而正式管道人群相應的比例

只有12.4%，這說明求職過程中透過他人介紹獲得工作通常較會找企業

的管理層幫忙。還有一個有意思的區別是，非正式管道人群提供幫助的

推薦人多為家人、親戚屬性的強聯繫，而正式管道中幫助人中好友比例

最高，屬於弱聯繫。比較兩群樣本平均值差異的t值檢定，發現除性別、

健康程度、網絡規模與網絡差異外，兩組人群存在顯著的平均差異。在

基本的人力資本特徵變數方面，非正式管道人群均顯著低於正式管道人

群，前者的受教育時間和工作經驗分別為10年及10.1年，而後者為11.6

年和14.4年。而就政治資本變數而言，平均黨員比例在正式管道人群亦

均多於非正式管道人群，顯示採非正式管道求職者平均人力資本或政治

資本均低於採正式管道求職者。而薪資方面，非正式管道的收入顯著的

低於正式管道，但是每週工作時間數上非正式管道者顯著的高於正式管

道者。而正式管道人群的網絡頂端均值則顯著高於非正式管道人群，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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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表正式管道人群在日常社會網絡的品質上優於非正式管道人群。由表

1分析的資料屬性分析可發現，透過不同的尋職管道其運用的社會網絡

內涵實存在相當的差距，故分析社會網絡對勞動市場的表現，區分為正

式與非正式尋職管道有其必要性與合理性。

綜上所述，兩類人群在各個層面的特徵上有顯著的不同，正式管道

人群在人力資本及社會經濟地位如薪資、政黨屬性、社會網絡的頂端品

質平均都高於非正式管道人群。這也一定程度上符合我們的前題假設，

因為採正式管道通常為能力較強者，所以他利用的求職網偏向於市場資

訊層面，而非正式管道人群人力資本特徵相對較弱，所以他們求職中偏

向利用較多人情因素來幫忙拉一把，以獲得工作。因此對工作的品質及

匹配程度要求，非正式管道人群可能並沒有正式管道人群那麼高，故顯

然兩類人在薪資結構和決定的因素上應該也有很大的不同，這正是本文

欲研究的目的。 

（二）求職網絡與薪資的關係 

在勞動經濟學的理論研究（如Montgomery 1991; Jackson 2004）主

要認為透過尋職管道可以減少求職者搜索工作時的資訊不對稱，能幫助

求職者更快找到工作，並可獲得更高的收入。本節探討求職過程中運

用非正式管道，也就是靠人推薦取得工作是否會產生薪資溢酬（wage 

premium）效果？薪資溢酬係指勞動者在其他條件不變下，因擁有某一

項特定屬性而帶來的薪資增加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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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不同求職管道特徵統計

非正式管道 正式管道

變數 平均數 標準差 平均數 標準差

薪資（人民幣） 16,804.29 15,619.44 22,362.19 21,867.25
周工作時數 51.08 13.77 47.56 12.43
小時工資 7.37 7.97 10.66 16.73
教育年數 10.02 3.45 11.60 3.51
工作經驗 10.11 9.37 14.44 10.57
年齡 34.78 9.72 36.98 9.73
健康程度 4.13 0.88 4.05 0.84
男性 0.58 0.49 0.60 0.49
城市戶口 0.63 0.48 0.80 0.40
就讀重點高中 0.10 0.30 0.13 0.34 
已婚 0.73 0.44 0.80 0.40
黨員 0.09 0.29 0.20 0.40
求職網 
獲得幫助人數 1.51 1.36 0.56 1.32
推薦人為管理層 0.37 0.48 0.12 0.33
推薦人為強聯繫 0.38 0.47 0.14 0.35
推薦人為次強聯繫 0.55 0.50 0.09 0.29
推薦人為弱聯繫 0.07 0.24 0.77 0.20
日常網 
網絡規模（拜年人數）

親戚 14.51 14.51 14.33 14.43
好友  8.66 12.05  9.43 12.94
其他  4.77 13.48  4.50 12.11
網絡頂端（最高社會地位的職業） 61.43 31.88 69.89 29.20
網絡差異（職業類型個數）  4.19  3.22  4.37  3.35
樣本數 382 1351

1.非正式管道就業對薪資的影響 
首先在Mincer薪資方程式中，簡單地將非正式管道獲得工作當作一

個虛擬變數放入全體樣本迴歸，估計結果如表2所示。運用非正式管道

尋職，在（1）-（3）欄的所有迴歸中均為顯著的負值，這說明對薪資

工作者來說，如果其他條件相同，僅求職過程中直接通過他人幫助獲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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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份工作，那麼他的收入會比其他運用正式的市場化管道找到工作者的

薪資低將近13%-16%。這個發現支持假說一並和許多其他國家的發現相

似。此外，從（2）欄結果可以看到，對所有薪資工作者而言，求職網

絡中和關鍵幫助人關係的強弱並不會對薪資產生影響。儘管強聯繫的符

號為負，弱聯繫的符號為正，但都不顯著。此結果則無法得到文獻上所

發現的聯繫強度和勞動表現有關。況且由資料分析知道兩類不同求職管

道人群無論在使用社會網絡的內涵或個人基本特徵上是非常不一樣的群

體，放在一起做迴歸無法確實掌握不同群體的薪資結構。我們希望能進

一步分析了解採用不同的社會網絡求職的特徵與採用不同的求職管道究

竟會對薪資產生何種影響？所以下面將再對兩組不同求職管道的樣本分

別進行估計。

表2　非正式管道獲取工作對薪資的影響─全體樣本估計

（1）  （2） （3）

變數名稱 係數 標準誤 係數 標準誤 係數 標準誤 

非正式管道 -0.1259*** 0.0421 -0.1345***  0.0465 -0.1584***  0.0433 
推薦人

　強聯繫 -0.0170 0.0447 
　弱聯繫 0.0370 0.0494 
　管理層 0.1349***  0.0442 
教育年數 0.1003*** 0.0054 0.1006***  0.0054 0.0991***  0.0054 
工作經驗 0.0232*** 0.0052 0.0235***  0.0052 0.0231***  0.0052 
經驗平方 -0.4053***  0.1495 -0.4116***  0.1498 -0.4026***  0.1491 
健康程度 0.0494** 0.0193 0.0489** 0.0194 0.0509** 0.0193 
男性 0.1667***  0.0326 0.1658***  0.0327 0.1659***  0.0325 
城市戶口 0.1734***  0.0440 0.1750***  0.0441 0.1693***  0.0439 
黨員 0.1005** 0.0449 0.0996** 0.0449 0.1006***  0.0448 
常數項 0.6013*** 0.1310 0.5945***  0.1319 0.5907***  0.1307 
R2 0.4394 

1733 
0.4398
1733 

0.4425 
1733 樣本數 

註：* p < .1, ** p < .05, *** p < .01。



有關係就是沒關係：中國勞動市場中社會網絡對尋職管道與薪資的影響分析　139

至於決定薪資的基本控制變數的估計結果和以往文獻研究類似。具

體來說，教育年數越高薪資越高，教育報酬率約9%，工作經驗越長收

入也隨之增加，並呈現二次函數效果遞減的特徵。健康做為另一類人力

資本特徵也對收入有顯著正的影響。男性薪資高於女性。城市戶口的收

入顯著高於農村戶口，顯示與勞動市場區隔的戶口制度有關。7而就政

治資本而言，個人若為黨員對收入的影響在各欄的估計均顯著為正，此

說明中共黨員身分對提高收入有幫助，這也印證了李爽、陸銘、佐宏騰

（2008）研究中得出的結論，黨員身分對於提高收入存在顯著的正向效

果。

2.不同求職管道的選擇估計 
由於求職管道不論是採正式或非正式都是一種個人的選擇，故並非

外生決定，若直接由個別群組估計對薪資的影響可能產生樣本選擇性

偏誤（sample selection bias）問題，故本文利用Heckman二階段模型於

第一階段先運用Probit模型對全體樣本進行求職管道選擇估計。被解釋

變數為勞動者是否選擇透過非正式管道獲得當前工作，控制變數則包

括教育年數、年齡、年齡平方項、性別、是否為黨員、是否為城市戶

口、是否結婚等。我們另加入幫助人數做為解決認定問題的排斥性約束

（exclusion restriction）變數，因為可幫助人數的多寡會影響是否採用非

正式管道尋職較佳，而若自己找的工作其薪資則不受幫助人數影響。8

7 參見如Meng（2012）和莊奕琦、楊孟嘉（2014）。

8 愈難找到工作的人，愈可能透過非正式管道找工作，即不同特質的人會使用不同

的求職網絡，故求職管道的選擇並非外生，應對求職管道的選擇進行估計。因為幫

助人的多寡需要平時花時間去經營，不是等要託人求職時才開始找人幫忙，故幫助

人數多寡會影響利用何種求職管道，而非求職管道影響多少幫助的人。幫助人數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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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估計的結果顯示求職過程中增加可幫助的人，則將增加可能採

取非正式管道求職的機會，即表示擁有愈多可幫助的人也愈可能採用非

正式管道獲得工作。從其他控制變數的估計結果顯示，教育程度愈高的

人愈不會採用非正式管道獲取工作，即他們更傾向使用直接申請或者經

正式職業介紹機構等市場化機制尋找工作。而黨員身分對採用非正式管

道獲取工作有顯著的負向關係，可能的解釋為黨員所代表的個人屬性，

如主動爭取的個性，較不會傾向選擇托他人介紹的非正式管道尋職。但

其他控制的個人特徵變數與就業管道的關係都不明顯。

表3　選擇非正式管道求職的Probit估計

變數 係數 標準差

幫助人數  0.2280*** 0.0229 
教育年數 -0.0723*** 0.0124
年齡  0.0153 0.0295
年齡平方 -0.0003 0.0004
黨員 -0.3944*** 0.1145
男性 -0.0375 0.0722
城市戶口 -0.0488 0.0887
已婚 -0.0005 0.1064
常數項 -0.1517 0.5258
Pseudo R2 0.1301 
樣本數 1733 

註：* p < .1, ** p < .05, *** p < .01。 

影響使用何種求職管道，但幫助人數多寡則不必然與薪資的高低有影響關係，如自

我推薦者往往薪資比托人求職者高。因此我們將幫助人數做為估計求職管道與薪資

決定式的排斥性約束變數。因為潛在可幫助人的人數沒有實際資料，而獲得幫助人

的人數越多則代表潛在可幫助人的人數也越多，故本文實證上幫助人的人數採求職

中獲得幫助人的人數。



有關係就是沒關係：中國勞動市場中社會網絡對尋職管道與薪資的影響分析　141

3.兩種不同尋職管道人群的薪資估計 
我們將一階段估計結果預測的Mill’s反比例加入Mincer薪資方程式

中以修正可能的樣本選擇性偏誤，表4為兩種不同尋職管道的Heckman

模型第二階段的薪資方程式估計結果。我們發現正式管道和非正式管道

兩組人的薪資結構有很大的差異。具體而言，在求職網中，推薦人為管

理層對薪資溢酬效果最大，非正式管道中獲得管理層人員的幫助比沒有

這種幫助的人群薪資高31.06%，而這個效果在正式管道人群中相應較小

為18.47%。至於與幫助人聯繫關係，在非正式管道中，幫助人為親戚或

朋友都沒有顯著異於其他幫助人的效果；但在正式管道中，親戚這樣的

強聯繫的幫忙反而會顯著的減少收入。此估計結果表示，非正式管道就

業者，因他們的工作是由人介紹推薦得到，所以他們靠的網絡性質都是

偏向於人情因素的推薦人幫忙，故網絡聯繫的強度作用並不大，重要的

是推薦人的社經地位是否為管理階層。此結果支持假說（2B）。而對正

式管道就業人群而言，因為並沒有被特定推薦人引介只是幫助人，他們

在求職過程中獲得的幫助更多屬於資訊層面，對資訊網絡而言與聯繫的

強弱有關，通常弱聯繫的效果要優於強聯繫，此結果支持假說（2A）並

與大部分文獻相似，如Granovetter（1973）。而在正式管道中幫助人為

管理階層的作用雖然依舊重要，即地位高的人提供的資訊品質也較高，

對勞動薪資也有明顯幫助，但其效果與利用人情關係的非正式管道相比

則僅達前者約一半，凸顯非正式管道需要關鍵推薦人且推薦人的社經地

位益形重要。故實證結果基本上支持假說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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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　求職網絡對不同求職管道者薪資的影響估計

非正式管道 正式管道

變數名稱 係數 標準誤 係數 標準誤

推薦人

　管理層 0.3106*** 0.0842 0.1847** 0.0787 
　強聯繫 -0.0978 0.1120 -0.2184*** 0.0775 
　次強聯繫 0.0064 0.1115 -0.1256 0.0885 
教育年數 0.0846*** 0.0159 0.1275*** 0.0077 
工作經驗 0.0563*** 0.0121 0.0142** 0.0063 
工作經驗平方 -1.2489*** 0.3779 -0.0944 0.1817 
健康程度 0.0488 0.0413 0.0718*** 0.0233 
男性 0.0367 0.0756 0.1395*** 0.0414 
城市戶口 -0.0704 0.0918 0.2080*** 0.0562 
黨員 -0.2533* 0.1504 0.0892* 0.0558 
常數項 -0.0980 0.2885 -0.3168** 0.1628 
Mill反比例 0.2940 0.2012 0.3562** 0.1533 
Wald 卡方檢定 99.60***（df=10） 525.66***（df=11）
樣本數 382 1351 

註：* p < .1, ** p < .05, *** p < .01。

在其他影響薪資表現的變數中，類似既有文獻，教育年數與工作經

驗的增加均可提高收入水準。但是對比兩組人可以發現，非正式管道人

群的教育報酬率顯著低於正式管道人群，但是前者工作經驗報酬率則顯

著高於後者。9由基本敘述統計資料發現，非正式管道人群通常教育及

其他人力資本水準均較低，這些人可能基本的能力亦較不足，所以才需

要使用關係網絡的人脈來幫助他們獲得工作，而得到工作之後主要依靠

年資與在職訓練來獲得薪資的提升。而正式管道者通常能力較強，故教

育報酬率也高。和以往充分市場化的勞動市場薪資結構研究相似，正式

9 我們採用Fisher’s Z Score: 做檢測，得到教

育報酬率差異的Z值為-4.2458, 而工作經驗報酬率差異的Z值則為5.2916，均拒絕兩

者無差異的假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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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道人群中健康狀況好的、男性、及城市戶口居民都要比沒有這些特徵

的人得到更高的薪資，然而在非正式管道人群中這些特徵都不是顯著影

響薪資的因素。這說明兩類人群有明顯不同的行為特徵以及勞動市場的

表現，正式管道尋職人群的能力與各項特徵均明顯優於非正式管道尋職

的人群。此結果支持假說（1A）和（1B）。

至於樣本選擇性問題的修正，正式管道迴歸得到的Mill反比例值是

顯著的正值，說明某種增加使用正式管道求職機率的潛在因素和薪資決

定方程中的誤差項正相關，造成樣本選擇性偏誤存在高估的問題，即能

力強的人會偏向採正式管道求職，故將造成其平均薪資觀察值亦較高的

現象。但是非正式管道迴歸得到的Mill反比例雖亦為正但不顯著，說明

其並不存在樣本選擇性偏誤的問題。兩者差別可能的解釋是，選擇正

式管道就業的人群可能存在某種沒有被模型解釋的非可觀察到的能力

（unobserved ability），例如自信、積極的性格等可以同時增加自主就

業的可能性並得到較好的尋職配對與較高的薪資。當然，另一種解釋可

能是雇主在決定薪資時對透過正式管道的申請人通常較會採取某種獎勵

性的薪資方案，如效率工資，願意給於較高的薪資誘因以解決資訊不對

稱問題，但這種較高的薪資其實也是在反應其背後的非可觀察的能力。

（三）日常社會網絡對薪資的影響 

如果求職網絡有助勞動表現，則做為更基礎的社會網絡更應該平時

就要經營。換言之，除了直接的求職網絡，間接的日常社會網絡也應是

重要的。以往文獻研究社會網絡對勞動市場表現的影響大多從關係網的

大小或者關係網的強度著手。于若蓉（2009）、邊燕杰（2004）等均認

為網絡的異質性可以影響尋職結果的效力，並認為以定位法（posi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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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enerator）是合理且可行的構建個人所處網絡的異質性程度。本文參照

邊燕杰（2004）提出的春節拜年網做為日常社會網絡的基礎，加入網絡

規模、網絡頂端、網絡差異以構建日常社會網絡異質性指標，從而分析

其對個人在勞動市場表現的影響。

日常社會網絡對兩種不同尋職管道人群的影響 
類似之前Heckman模型第一階段的估計，運用Probit模型對全體樣本

進行估計，只是多加入了日常網的解釋變數。表5顯示Probit模型估計的

結果。由（1）欄結果顯示求職過程中增加可幫助的人，會增加可能由

他人直接介紹獲得工作的機會，即表示求職過程中有社會網絡資源者更

可能使用非正式管道獲得工作。而日常網絡規模變數則不顯著，說明日

常的社會網絡規模並不足以影響不同就業管道的選擇。（2）欄顯示增

加網絡頂端數值，選擇非正式管道獲得工作的機會將減少，表示個人的

日常網絡品質愈高，高社經地位網絡成員的增加，個人愈不會選擇讓人

介紹的尋職方式。（3）欄則顯示增加網絡差異的異質性，將會增加採

用非正式管道的機會。（4）欄顯示當以上社會網絡變數全部進入模型

後依舊呈現出穩定的估計結果。換言之，日常網絡對尋職管道會產生相

當的影響，而網絡的品質更是關鍵。日常網網絡規模的影響不顯著，而

網絡的品質（頂端）越高，自我的定位與自信也越高則反而越不會採用

他人推薦工作。但網絡的異質性如人脈結交行業領域越廣，則越會傾向

使用非正式管道由他人推薦取得工作。 

其他基本變數的估計結果，我們發現所有結果均顯示教育程度愈高

的人愈不會採用非正式管道獲取工作，他們更傾向使用市場化競爭管道

尋職。而黨員身分與採用非正式管道也有顯著的負相關，但其他個人特

徵變數和就業管道的關係也都不明顯。



有關係就是沒關係：中國勞動市場中社會網絡對尋職管道與薪資的影響分析　145

表5　社會網絡對選擇非正式管道就業的Probit估計

（1） （2） （3） ( 4 )

變數名稱 係數 標準誤 係數 標準誤 係數 標準誤 係數 標準誤 

幫助人數 0.2281*** 0.0230 0.2318*** 0.0235 0.2260*** 0.0230 0.2303*** 0.0235 
網絡規模

　親戚 -0.0001 0.0030     -0.0007 0.0031 
　好友 0.0016 0.0040     0.0009 0.0041 
　其他 -0.0017 0.0036     -0.0020 0.0036 
網絡頂端   -0.0027** 0.0013   -0.0046*** 0.0015 
網絡差異     0.0210* 0.0111 0.0352** 0.0148 
教育年數 -0.0726*** 0.0125 -0.0657*** 0.0133 -0.0786*** 0.0124 -0.0691*** 0.0135 
年齡 0.0155 0.0295 0.0130 0.0304 0.0093 0.0287 0.0123 0.0305 
年齡平方 -0.0003 0.0004 -0.0003 0.0004 -0.0003 0.0004 -0.0003 0.0004 
黨員 -0.3987*** 0.1149 -0.3848*** 0.1167 -0.3444*** 0.1112 -0.3980*** 0.1173 
男性 -0.0377 0.0727 -0.0183 0.0741 -0.0507 0.0707 -0.0259 0.0748 
城市戶口 -0.0515 0.0892 -0.0391 0.0910 -0.0829 0.0865 -0.0467 0.0918 
已婚 -0.0024 0.1068 -0.0065 0.1108 -0.0294 0.1042 -0.0158 0.1114 
常數項 -0.1556 0.5307 -0.0200 0.5407 0.2276 0.5108 0.0326 0.5470 

註：* p < .1, ** p < .05, *** p < .01。 

第二階段的Mincer薪資方程式估計，我們採表5第（4）欄的估計結

果來推算Mill反比例，以修正可能的樣本選擇性偏誤。表6顯示兩種不同

求職管道的Heckman模型第二階段的薪資估計結果。表中發現正式管道

和非正式管道兩組人的薪資結構有很大的差異。具體而言，在日常社會

網絡變數上，兩組人的網絡規模中好友成員愈多，對薪資溢酬作用也愈

大，網絡中每多一單位好友聯繫可以增加非正式管道人群0.75%的薪資

收入，高於對正式管道人群可增加的0.37%薪資。網絡頂端只有對正式

管道人群的薪資有顯著的正面影響，而網絡異質性則都沒有效果。換言

之，日常網絡好友的數量對薪資有正面的影響，且非正式管道的影響大

於正式管道；但日常網絡的品質只有在正式管道對薪資有正面的影響，

且主要為網路頂端，至於網路的異質性則沒有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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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對的，不論採用哪一種求職管道獲得工作，求職網的幫助人數數

量對薪資無影響，但品質上關鍵人的管理階層地位或弱聯繫關係，在額

外加入廣義的日常網下仍有顯著的正面影響，表示求職網關鍵推薦人的

影響具穩健性。採用非正式管道尋職，若推薦人為管理階層將比非管理

階層可多獲得25.17%的薪資；在正式管道若獲得管理階層的人幫助則可

增加18.06%的薪資。和一般文獻的結果相似，我們亦發現在正式管道尋

職中幫助人為弱聯繫將優於強聯繫。

從以上社會網絡變數對兩種求職管道的差別影響可知，不論求職網

或日常網對薪資都有顯著的正面影響，日常網好友的數量與網路頂端對

薪資增加都屬重要，惟求職網則推薦人的地位階層才是關鍵。雖然社會

網絡對薪資有正向幫助，但就求職網的推薦人為高階層或日常網好友的

數量規模，兩者所產生的薪資溢酬效果而言，非正式管道人群相對要大

於正式管道人群，即「關係」的作用在非正式管道人群相對強於在正式

管道人群，可能因為非正式管道人群的自身能力較差或者其他原因更需

要依賴網絡中其他人的提攜。總之，日常交友要廣而求職時有地位高的

人幫忙推薦，將可確保採用非正式尋職管道能獲得更好的勞動市場表

現。 

表6的估計結果支持本文假說（3A）與（3B），基礎的日常社會網

絡與求職社會網絡一樣重要，不但影響尋職管道的選擇且其對薪資的影

響在非正式管道通常大於在正式管道。中國的實證研究更發現日常社會

網絡不論數量或品質對勞動市場均有顯著的影響，所以在中國的勞動市

場，不僅在尋職過程中會動用求職社會網絡，日常的社會網絡的人脈累

積也是重要，因為兩者不僅會影響尋職管道的採用，對薪資亦均有顯著

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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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6　不同社會網絡對不同尋職管道者的薪資影響估計

     非正式管道      正式管道

變數名稱 係數 標準誤 係數 標準誤 

日常網     
網絡規模

　親戚 -0.0034 0.0033 -0.0018 0.0019 
　好友 0.0075* 0.0045 0.0037* 0.0023 
　其他 -0.0057 0.0037 -0.0023 0.0022 
網絡頂端 0.0038 0.0028 0.0054*** 0.0012 
網絡差異 0.0082 0.0236 0.0094 0.0100
求職網

幫助人數 -0.0879 0.1113 -0.0679 0.0583
推薦人

　管理層 0.2517*** 0.0851 0.1806** 0.0744 
　強聯繫 -0.1015 0.1121 -0.1458* 0.0785 
　次強聯繫 0.0267 0.1113 -0.0613 0.0873 
教育年數 0.0880*** 0.0319 0.1125*** 0.0128 
工作經驗 0.0527*** 0.0121 0.0124*** 0.0066 
工作經驗平方 -1.1043*** 0.3968 -0.0371 0.1922 
健康程度 0.0552 0.0417 0.0677*** 0.0234 
就讀重點高中 0.1990 0.1258 0.1332** 0.0627 
男性 0.0559 0.0775 0.1268*** 0.0457 
城市戶口 -0.1175 0.0945 0.1830*** 0.0625 
黨員 -0.1495 0.2649 0.0936 0.0823 
常數項 0.2677 0.6182 -0.6312 0.3261 
Mill反比例 -0.0910 0.6813 0.7127*** 0.4162 
Wald 卡方檢定 95.98*** 100.14*** 
樣本數 382 1351 

註：* p < .1, ** p < .05, *** p < .01。 

至於其他控制變數，估計結果與表4相似，在正式管道的教育、工

作經驗與健康狀況的薪資報酬均較高。由於正式與非正式管道兩種人的

個人特質明顯不同，故在表6薪資估計式中我們另加入就讀重點高中變

數以控制個人特質，估計結果發現該變數雖然在兩類管道均為正值，但

在非正式管道為不顯著，正式管道則為顯著。代表具有較積極向上的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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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採正式管道尋職比較會有效率，也較能獲得高薪。

五、結論

本文研究社會網絡對勞動就業與薪資的影響，將社會網絡分為「求

職網」和「日常網」，且依據不同尋職管道區分為「正式管道」與「非

正式管道」，透過尋職管道做為中介的橋樑機制，探討社會網絡對勞動

市場表現的影響。人力資本通常可透過教育或訓練提升個人的知識與技

能進而直接影響勞動者的表現；而社會網絡則透過關係營造或人脈提供

而方便找到工作或獲取職位與薪資。本文特就人情網與資訊網區分不同

的尋職管道功能，利用社會網絡透過不同的尋職管道，一方面刻畫個人

非可觀察的特徵，另一方面則針對不同人群所採用的社會網絡分析其對

個人勞動表現的影響。本文相應的提出三個假說，利用中國綜合社會調

查（CGSS）2008年資料，實證檢驗不同層面社會網絡對求職管道與薪

資收入的影響，並分析不同求職管道中社會網絡的薪資效果。本文估計

結果發現：社會網絡對尋職管道及薪資收入都有顯著影響。

工作搜尋理論認為個人因網絡規模擴大可提高非正式尋職的生產

力，故社會網絡的規模愈大愈會採取非正式尋職管道，參見如Caliendo, 

Schmidl and AUhlendor（2011）。我們區分了求職過程依就業者有無被

他人直接介紹獲得工作分為非正式管道與正式管道。估計結果顯示，求

職網中尋求幫助的人數愈多或日常網的頂端地位愈高與異質性愈大則愈

可能採用非正式管道透過他人直接獲得工作，亦即擁有愈豐富的社會網

絡人脈的人愈可能採非正式管道靠推薦人找到工作，這些人脈包括幫助

的人數、職位和跨業別多樣性。

就薪資的決定而言，估計結果求職網中網絡的大小不若品質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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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幫助人或推薦人屬管理階層，不論在正式或非正式管道均有顯著的正

面影響，即不論利用人情網或資訊網均會帶來薪資溢酬，且效果上推薦

人或幫助人的社經地位高低優於數量大小。此結果支持社會學家強調的

不僅是擁有社會網絡，而是通過「誰」來幫忙，10 即推薦或幫助人數不

在多，但愈具高社經地位的愈有用。一般文獻發現，薪資溢酬的效果弱

聯繫作用優於強聯繫，但本文區分不同尋職管道，估計結果得到弱聯繫

效果優於強聯繫效果的現象僅存在正式管道中。換言之，在以資訊提供

為主的正式尋職管道，弱聯繫因比強聯繫更可以擴張資訊的視角，故可

帶來更多好處。此結果支持Brown（2011）強調弱聯繫所提供資訊功能

的重要性，透過弱聯繫可將不同的強聯繫族群鏈結在一起，而創造網絡

與網絡間的連結與關係的強化。因此，為了解人們如何利用社會網絡來

影響在勞動市場的表現，區分正式與非正式尋職管道可以得到更豐富的

結果。

本文的中國實證結果也佐證了于若蓉（2009）臺灣實證所得到支持

社會資源理論的結果，即不論社經地位的高低，無論強聯繫或弱聯繫，

只要得到「有力人士」的幫忙，可取得更高的社會資源，即可有助就業

與勞動收入。本文也間接支持了Wegener（1991）的論點，弱聯繫對高

社經地位的人群更有作用。11

至於日常網則數量和品質對獲得薪資溢酬同樣重要，好友數量愈多

愈有利，尤其是在非正式管道，而網路頂端的地位愈高愈有用則只存在

正式管道。日常網的估計結果說明除求職網絡外，日常社會關係網絡也

會影響採用的尋職管道並可帶來較高的薪資溢酬，此乃因社會網絡如果

10 參見如Granovetter（1973, 1995）及 Lin（1999）。

11 經正式管道取得工作者無論教育程度或薪資水準平均都高於非正式管道求職者，

故一般而言屬於社經地位相對較高的群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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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則做為基礎的日常關係網絡平時更應該經營。在給定日常網下，求

職網對就業與薪資的影響依然顯著，更代表求職網估計的穩健性。但發

現不同於求職網，在日常網中弱聯繫效果優於強聯繫效果同時存在正式

與非正式尋職管道中。

但比較一般人力資本變數的係數估計可發現，非正式管道似乎並不

遵循一般自由勞動市場的薪資報酬結構，除教育報酬率相對較低外，許

多的個人特徵變數亦都不顯著，說明這一部分人群可能有潛在的人力資

本劣勢並更多的依靠人情因素獲得就業機會與薪資的提升。同時，由基

本統計資料可知兩組人群的社經地位也有顯著不同，正式管道人群的平

均教育成就與所得水準明顯高於非正式管道人群。

本文估計結果，不論是經哪一種尋職管道，社會網絡對個人尋職與

薪資的決定均產生顯著的重要影響，即利用關係不管是人情面或資訊面

都是管用的。所以本文研究支持中國是一個重關係的社會，關係網的存

在「有關係就會沒關係」，在勞動市場上社會網絡對尋職與薪資有顯著

的影響，尤其對低能力者，透過人情關係網絡的建立反可以補其能力之

不足，增加獲得工作的機會和較高的薪資溢酬。

本文基於目前中國資料的限制未能完整的考慮社會網絡的潛在內生

性問題，這也是目前研究社會網絡作用的許多文獻存在的一個共同問題

（參見如Manski 1993; Mouw 2003）。即相同特質的個人會傾向於聚在

一起，所謂的社會同質互動性（social homophily），故擁有好的關係的

人會比擁有差的關係的人更會使用關係。換言之，使用關係本身不是一

個隨機事件。本文已嘗試使用Heckman兩階段估計法處理求職管道選擇

的內生性問題，並以擴大控制變數的範疇除個人基本特徵外，另增加制

度面戶籍變數與政治面的黨員資格變數來控制社會網絡與求職管道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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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相關性問題；此外，尚加入廣義的日常網以淡化求職網與個人薪資

報酬間可能存在的內生性問題。當然還有其他可採用的計量方法，可以

進一步完善本議題的研究。12

12 包括如追蹤資料（panel data），可運用如Hausman and Taylor（1981）固定效果

模型估計法，或採用工具變數法（instrumental variables）、結構方程式（structural 

equations）、隨機配對法（random matched-pairs design）、或其他類實驗設計法

（quasi-experimental design），如反事實分析法（counterfactual analysis）比較控制

組（control group）與對照組（treatment group）等方法。社會網絡內生性解決方法

的相關文獻，另可參考Mouw（2006）的評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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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獲取工作的管道分類

種類 樣本數 比例（%） 獲取工作管道 樣本數 比例（%）

托人介紹推薦 322 18.58 非正式管道 382 22.04
頂替父母/親屬 60 3.46
國家分配/組織調動 390 22.5 正式管道 1,351 77.95
個人直接申請 578 33.35
職業介紹機構 91 5.25
人才交流會 81 4.67
其他 211 12.17
合計 1,733 100 合計 1,733 100

註：其他係指未註明或不能歸類，因本文定義非正式管道為託人介紹推薦的選項至為明

確，其他則是在各分類問項下的殘餘項，故將其歸類為正式管道。

獲取工作網絡強度分類

對象 頻次 比例（%） 網絡強度 頻次 比例（%）

家人 207 33.55 強聯繫 306 49.5
親戚 99 16.05
朋友 202 32.74 次強聯繫 256 41.5
熟人 54 8.75
同學、戰友 21 3.4 弱聯繫 55 8.9
同事 4 0.65
同鄉 21 3.4
其他 9 1.46
合計 617 100 合計 617 100

獲取工作幫助的推薦人層級分類

對象 頻次 比例（%） 關鍵人層級 頻次 比例（%）

非管理人員 324 52.51 非管理層 324 52.51
一般管理人員 168 27.23 管理層 293 47.49
中層管理人員 91 14.75
高層管理人員 34 5.51
合計 617 100 合計 617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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